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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教師與教育改革

張如慧

壹‧女性缺席的教育改革

　　受到多元文化潮流及婦女運動的影響，台灣教育界於 1980年代

中期起，開始對兩性在教育上的不平等處境進行許多反省與批評。

如歐用生（1985）、黃政傑（1988）及婦女新知基金會（1988）等，

皆對中小學的教科書之性別意識型態提出許多批判，也使得學校的

兩性教育有相當的進展。然而 Banks也發現，許多學者和學校僅將

其概念限制於課程改革，將一些關於種族或女性的內容加以改變、

增加或重組於課程之中，但卻忽略了其他的向度（Banks, C.A.M. 

1995：4）。特別是在性別這個方面，我們對兩性在教育上不平等處

境的反省及批評多集中在課程領域，但是卻較少檢核教育工作者本

身的意識型態以及透過實際教育活動中所可能產生的潛在課程。如

同 Houston（1985：363）所言，性別歧視的問題可能不存在於正式

的領域之中，但是它卻繼續會以一種非正式的方式產生影響力。因

此筆者以為，我們有必要針對教師本身對性別的態度及意識型態進

行反省。

　　然而，教師是個人數眾多且異質性很大的群體，我們究竟要以

何種層面作為觀察對象，才最能看出因性別而產生的作用呢？基本

上，在中小學教師中，女教師遠多於男教師，是學校中的多數，因

此，我們愈來愈難光從數量的指標上來指稱男女不平等現象依然存

在。例如，以往許多人由女性行政人員的少數地位著手研究，但是

因為近年來女性行政人員的人數不斷地增加，使得不平等現象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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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數據上已較難成立，甚至有些人認為女性的大量進入教師行業，

已對男性教師造成了嚴重的「排擠」現象。然而，這並不代表在學

校領域中的教師族群已達成性別平等的理想，因為「女性在大社會

是屬於劣勢，而她們的性別地位會浸透進任何一微觀的情境」（徐

宗國，1988：50）。許多不平等的現象甚至轉入更深一層的刻板印

象或觀念中，在不知不覺間控制了男女教師的發展。

　　特別是目前正進行得如火如荼的教育改革活動中，我們更遺憾

地發現，不論是國內外，教育改革多是由男性來主導，較少聽見女

性教育工作者的意見（林清江譯，1978；張如慧，1995）。就學校

權力分配的角度而言，教育改革是個教師發展的新領域，提供了教

師另一個發展的途徑，而且更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新領域很明顯地

吸收了許多男性教師，所以可能反而較容易看出因性別所產生的差

異。筆者認為正因為女性在社會上的結構位置及經驗有別於男性，

因此，在一個女性缺席的教育改革中必然存在有某些缺陷，甚至在

改革觀點上根本性的不同，而這也顯示我們並不把性別視為改革的

一個可能重要解釋變項。然而，不管現在或未來，女教師都將繼續

是教師族群的多數，雖然改革較少聽到女性的意見，但是諷刺的是，

未來的教育改革卻將由這群「聽不到聲音的女人」來執行。筆者以

為，一個不能瞭解教師真正意向的改革反而使得改革者與實踐者間

存在著溝通的障礙；如 Gitlin & Margonis（1995）指出，這會讓來自

學校外部的改革「拉力」和教師抗拒改革的「推力」形成相互抵消

的兩股力量，讓教育改革不斷地陷入泥淖之中。因此，以下將以目

前一些積極投入教育改革的女性學校教師為研究焦點，並從性別角

色的觀點來檢討女性教師在學校環境及改革中的不利地位，尋找有

助與女性教師參與改革的相關因素，以提供達成兩性平等的另一種

思考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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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學校女性教師的角色

　　從角色理論，我們可以了解源於學校以外的性別認同是如何地

和學校措施及教學模式互動，從而鞏固及強化了以男性為中心的文

化。因此，我們要了解女教師如何進行教育改革，對改革的觀感如

何，以及是否願意選擇參與改革，扮演改革角色的利弊得失為何，

就必須先檢核一般對女性教師角色的看法。

一、職業選擇的性別刻板印象與社會期望

　　對職業的選擇即是一個深受性別角色刻板印象影響的例子。一

般來說，女性不僅很少佔據高階層的職業，同時也很少進入那些需

要原始勞力之低層職業。歷史傳統上，女性常常聚集在一些被認為

是女性化或專屬於女性的職業裏，譬如從事護士、老師、社會工作、

服務業等白領工作（陳皎眉、關永馨，1989：2；蔡淑鈴，1988：

30）。而 Bem & Bem在 1975年的研究也發現，美國職業婦女的工

作集中於：秘書、售貨員、家務工作者、小學老師、女服務生和護

士等七種（引自 Banks, C.A.M. 1995：68）。所以不論中外，在一般

人的看法中，教學常常被視為女性職業。然而事實上教職就如同社

會上許多職業一樣，它一開始也是以男性為主的工作，但在女性就

業人數不斷地攀升之後，大量的女性逐漸進入教育工作的行列中，

而男性則逐步地退出這個職業。

　　當我們期待教師扮演一個主動反省者及社會改造者的角色時卻

發現，學校教師在性別領域上同樣地落入了社會對性別的刻板印象

之中。根據台北市教師研習中心的調查，發現大部分女性教師若有

再一次選擇職業之機會仍願意再以教師為職業，這可看出教師仍是

相當吸引女性的理想職業（台北市教師研習中心，1988：49）。但

是我們以此得出的結論，不應只是單純地再符應性別刻板印象，認

為就是因為教職適合女性「天生的母性」，所以才吸引大量的女性，

而該從社會其他對女性的要求來分析。例如 Banks指出，對婦女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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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不僅教學工作待遇較高，而且其工作條件、時間、及假期優裕，

又適合婦女的家庭責任（林清江譯，1978：192），所以，社會上期

許女性對家庭的責任其實亦是讓女性大量進入教職的原因。

　　雖然教學工作相當吸引女性的投入，但是就職業生涯發展的角

度來看，有時反而成為阻礙婦女發展的原因，這對於選擇此一工作

的婦女而言，反倒是不利的。這一點可以從女性對學校行政的參

與方面看出，以 1993－ 1994學年度各級學校校長性別比率為例，

國小校長僅 8.3％為女性，國中為 6.1％，高中為 17.9％（林美和，

1996）。因此，就中小學金字塔型的人事結構中超過 60％的基層教

職員是女性，但是女性校長卻不到 10％，學生習於男性校長發號司

令、女性教職員遵從配合的景象，很容易就把社會上男女地位的不

平等視為理所當然（謝小芩，1996：39）。所以，即使在一個女性

居多的行業中，擔任要職的女性仍比男性少，這無疑是告訴學生，

地位較高的領域是屬於男性的，也更加強了學生對性別角色的刻板

印象。

　　另外台北市教師研習中心的調查也發現，女教師若想兼任行政

工作，是因為想獲得工作經驗或是對行政工作有興趣，想發揮自己

的潛能，考驗自己的工作能力；但是一般男性教師則認為女性教

師家務負擔太重，無暇再兼任行政事務（台北市教師研習中心，

1988：49）。其實，女性的行政參與並不單純只是個人生涯發展的

選擇，因為就像 C.A.M. Banks（1995：67）指出，「女人常被視為

少數團體，並不是因為人數上的考量，而是缺乏管道通往權力。」

所以，當女性掌握較少權力時，對改革的影響力量也會相對地減少。

二、角色衝突與壓力

　　所謂角色壓力是指因為對某一角色的矛盾要求而產生的衝突感

覺（Banks, C.A.M., 1995：69）。許多女性將社會上的性別刻板印象

內化於心，進而表現在角色衝突之上。傳統學術上經常漠視女人切

身的領域與議題，或認為那不重要，這種觀點特別是在一般社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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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女教師的角色衝突與壓力中的看法可以發現。如 Abbott & Wallace

對社會學研究的批評，指出它「不僅忽略女人，而且忽略了整個家

務關係的私領域；理論與研究都不涉及女人切身的領域。」（俞智

敏等譯，1995：13）Personal is political，即意味著最親密的關係其實

也隱含著一種權力關係。因此，如果要完整地理解女教師所受的不

平等待遇，必須要同時檢驗家庭領域中與勞動市場上的性別分工，

以及兩者之間的關係。

　　通常，社會對女性的角色期望是同時性（simultaneously）的，

亦即必須同時兼顧兩個角色期望，如母親角色與工作者角色；而對

男性的角色期望則是有先後次序性（sequentially）的，亦即先放手在

工作上發揮，未能履行好父親角色也無妨，等事業有成再擔任好父

親的角色（陳滿樺，1983：11）。呂玉瑕（1982）的研究亦指出，

受過高等教育的現代女性雖然大多抱持著多重角色的看法，肯定發

展自我才能的重要，但是仍保留著傳統的婚姻家庭觀念，當她們在

面臨家庭與事業的抉擇時，仍會選擇婚姻家庭。因此，已婚職業婦

女的角色衝突較已婚男性為甚。而根據廖榮利（1985）等人對台灣

上層就業婦女的研究，也發現了護士和女教師贊同與認同傳統女性

形象的比率最高。

　　從上文之女性教師選擇教職為工作的原因便可以看出，女性認

為教職工作可以使她們兼顧家庭與工作，而且還有不錯的社會地位。

然而，正是因為試圖兼顧的目的，顯示了女性不但必須面對工作上

的挑戰，也必須承擔更多的家庭照顧責任，這自然使得女教師在角

色的扮演上，面臨了比男性更多的衝突。這種對女性教師多重角色

的要求，從日據時期女性進入教師職業開始到今天，似乎沒有太大

的轉變。根據游鑑明（1995）對日據時期台籍女教師的研究，女教

師最關心的問題莫過於任教地點是否適中，女教師頻繁異動或難以

久任，多半出自於交通不便或家庭牽絆，她們的異動以調校和回歸

家庭居多。而女教師的不夠專業也多半與家庭有關，她們在工作與

家庭的兩難中，出現怠職的情形。



340

從
酷
兒
空
間
到
教
育
空
間

例如，台北市教師研習中心的研究便指出（1988：52）：

當面對一位在工作上表現傑出的女性時，往往第一個出現的

念頭是：她結婚了沒有？如果結婚了，又會立刻在心中產生

一個疑問：她如何好好的照顧家庭呢？所以一般人常會有一

種想法，認為一位女性若在工作上表現不錯時，對家庭定會

有所疏忽或對家務的處理產生困擾。

　　一般人的印象都認為女性教師應該可以比一般職業婦女更有時

間兼顧家庭與工作。然而，教學的工作其實是很繁複的，工作量可

謂不輕。在表面上看起來好像事業與家庭兼顧，實際上我們卻很少

去了解女教師究竟對教學工作的感受為何。Hargreave（1994：141）

指出，一般專家及研究者所強調的是教學的成就感、專業承諾等

現象，但是教師在日常生活中更常提到的，卻是焦慮、挫折及罪惡

感等情緒。因此，他由教師的工作中去分析教師的罪惡感的來源，

這些罪惡感也正是常帶給女性教師角色上壓力與衝突的重要因

素。

　　Hargreave指出，教學工作是一種永無止境的工作，它沒有一個

明確的標準可以確認，對孩子的照顧要怎樣才算足夠，究竟教師應

該要做到多少？因此，對一個盡責的教師而言，教學變成持續不斷

的付出，自然會使得教師最後總是精疲力竭。特別是對女性教師而

言，許多女性教師常具有完美主義的傾向，會對自己的工作作出極

高的要求，而且她們認為社會上許多人會將她們在工作上的表現缺

憾轉化為一種人格上的缺陷。於是女性教師只有在家庭與學校兩方

面的工作都加倍地努力（Hargreave, 1994：141-151）。然而這種不

斷地努力卻又沒有一個確切的成功標準，因此造成了女性教師在工

作與家庭上都形成了強烈的罪惡感，認為自己無法同時兼顧家庭與

工作，不是一個好母親，也不是一位好教師。

三、性別歧視

　　在性別議題中，我們注意到某些刻板印象發展到最後常不自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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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形成一種歧視。例如有能力的女性常被歧視，因為她們常被視為

「有侵略性的」。我們社會對一些男性化的特質評價常高於女性

化的特質，即使在如學校這樣女性化的工作環境中，我們對一些

男性化的行為還是給予較高的評價。就從事行政機會來看，女性

所表現出的行為若是被歸類為屬於傳統上男性的特質，可能較容易

升遷。許多研究指出，女性必須比她的男同事更有資格，更有能

力，才會得到行政工作的機會（Sadker et. al., 1989；Banks, C.A.M., 

1995）。

　　此外，目前學校的暴力事件日趨嚴重，暴力的本質基本上是以

強凌弱的不平等現象，男性因為先天體質上的優勢及社會化的影響，

使得學校中男性學生比女學生出現更多的暴力事件。雖然就權力的

角度來看，教師比學生具有更大的權力，應該是地位上的優勢者；

然而若從男女的角度上來分析，則女教師對男學生因身為女性的劣

勢，有時反而成為弱勢的一方。例如根據台北市教師研習中心的調

查發現（1988：49），家長認為「女性教師在學科教學方面表現最

為優異，其次是學生的心理輔導，再其次為常規管理。」可見得多

數人都對女教師在擔任管理與規訓的角色上，評價最低。

　　這種對於女性教師在紀律管理工作上的困擾，根據 Hannam、

Smith & Stephenson （1976）在英國的研究發現，女性教師在綜合中

學中，在同樣的教育情境下，會比男性教師遭遇更多的學生紀律上

的問題。一位受訪的女性教師表示，如果學生害怕教師，他們就會

乖乖坐好，保持安靜注意聽，並依照老師所說的去做――然而，女

教師認為就因為她不是一個高大且具攻擊性的男性教師，所以她無

法讓學生做到上述的表現。不僅如此，在這個研究的訪談中還發現

女教師的男學生會主動要求女教師請求其他男性同事協助進行秩序

管理。例如一位女教師即表示自己不會打一些擾亂秩序的學生，然

而這種作法卻引起了其他男學生的不滿，有學生對老師無法制止這

些吵鬧的學生而感到不高興，建議老師應該打這些學生，或是將他

們送到其他男老師那兒處理――因為男老師會打他們（引自 De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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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121-122）。

　　這樣看來，學生從男女教師不同的處理方式中不只是學習到了

運用暴力來解決問題，更潛意識地複製了男女不平等的意識型態——

認為女性是柔弱無助的，女教師比不上男老師。而對女性教師而言，

學生對老師的挑戰，造成了女老師向男教師的嚴厲管理方式看齊，

甚至在許多對學生管理的案例中必須向男老師求援，才有辦法「制

得住學生」。學生的暴力情況不只是安全的問題，它也是社會上男

性對女性攻擊現象的再現，並使女性教師在學校的地位不如男性教

師。

　　另外，在學校教科書中也充滿了性別歧視與偏見。雖然教科書

不代表所有的課程，但是在升學競爭的壓力下，多數學校都是以統

編本的教科書為核心教材，甚至強調其為唯一的標準答案以符應聯

考的要求。這使得學生全盤地承襲了教科書中男尊女卑的角色刻板

印象，並在不自覺中將這種印象內化為學生的價值觀。而身為學校

教職員多數的女性教師，究竟是如何地轉化這套隱含性別歧視的不

平等價值觀，還是全無反省力的接受了男性霸權意識型態的宰制呢？

　　另外，許多教師認為其所任教的學科是中立的，並無性別歧視

的內涵，但是，Riddell（1992）的研究發現，其實教師本身對於性

別角色的意識型態，會決定他們是否願意使用無性別歧視或反性別

歧視的教材。有些教師雖然可以理解那些對傳統性別角色的改革，

但是卻不見得會減少使用包含傳統的性別刻板印象的教材。只有那

些願意去挑戰性別角色的教師，才會對教材內容作一些改變。

參‧女性教師的改革角色

　　雖然中外文獻不乏對教育改革議題的探討，但是卻甚少觸及女

教師在教育改革中的地位與意見。首先，我們期許教師是個主動反

省的知識分子，但是我們卻也發現，與學校性別議題相關最深的女

性教師甚少出現在有關多元文化下的性別討論之中。Acker（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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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02）認為，假定我們視女性教師為學校中的一種利益團體，或

許我們可能可以期待她們在反性別歧視方面擔任一個創始的角色。

但是，有些女教師會如此做，很多女教師卻不是如此，她們之所以

沒有如此行動，可能是根源於女性教師在學校中相當弱勢的地位

（powerless position），而非因為她們身為女性的身分。

　　例如在 Riddell（1992：48）的研究中發現，女教師在意圖改善

她們的情況上是相當無力的，非常少的女性在學校中擁有重要的地

位。所有的男教師和一些女教師都相信：如果女性願意有小孩，就

等同於宣稱放棄對事業的興趣，而那些「獲得高位」的女性被批評

為太熱切投入於工作中、太情緒化，甚至被懷疑是否為異性戀。有

些女性教師反抗這種刻板印象，但是也有很多人接受這種在小孩與

事業間不可避免的對抗情勢，而且並不以為這是種歧視，因為女性

的缺乏權力對她們而言似乎是正常的。這種在女性族群中的分裂，

使得那些對抗者太孤立，以致於無法使反抗實現。

　　根據 Blackmore（1995：300）針對澳洲女性主義的州高級教育

行政人員，研究其在教育改革過程所扮演的角色，她發現這些女性

往往是出身於工人階級家庭，並由一些草根性的教育工作出身，且

曾在許多組織中積極參與教育改革活動。相對於舊有的男性行政體

系重視政策的執行、技術及經濟上效益的工具理性，她們更重視的

是建立一個平等且參與的教育環境，將公道視為行政工作的主要前

題，並視改革為一種開放的對話情境，而非只是一種技術。而她們

所參與的政策發展也多是此類（如學校改革、離家少年、兩性平等、

平等機會等計畫），而這些領域就傳統男性的行政體系而言，是屬

於「軟性」的領域。對這些女性而言，她們把進入行政體系視為一

個影響政策制定的機會，以改革教育系統，使其更具有平等及分權

的特性。但是女性的出現，也為原本男性主宰的行政領域帶來威脅。

Blackmore（1995：302）發現，許多年長的男性行政人員認為女性

的想法過於理想化，有些女性改革者感到男性將其視為一種威脅，

所以會巧妙地將她加以邊緣化，對她們的意見加以消音、漠視她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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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張。

　　以下筆者以訪談的方式，企圖了解台灣女性教師在改革上所面

臨的情境。由於教育改革的範圍很廣，因此本文將訪談對象限定為

學校教師會中積極參與教育改革的女性教師，訪談四位女性教師 1。

目前在教師會中，主要積極參與的份子仍以男性為主。以目前全國

教師會中最完備的台北市為例，台北市教師會 21名理事中有 4名女

性；5名監事中有一名女性（教育公佈欄，1996）。根據台北市教師

會會員通訊錄，在 1996年 4月之前，台北市 166所成立教師會的中

小學中，女性理事長約有 40人；而根據教育局的內部資料，若單就

小學來看，截至 1996年底為止，近 100所已登記成立的教師會中，

發起人只有不到 10名為女性。因此就各項比例來看，女性的比例最

多也只占有四分之一弱左右，這和實際上女性教師所占學校教師的

比例，相差甚多。2 因此，筆者希望能瞭解一些願意積極投入教師會

的女性教師對改革的態度，了解這些女性是如何在以男性為多的科

層體制文化及環境下，進行她們的改革工作，以了解現實台灣的教

育改革中女性之參與狀況。

一、投入教育改革工作的背景與動機

　　在詢問受訪教師投入教育工作的原因中，發現家庭占有相當大

的影響力。這些女教師皆來自中下階層的家庭，自承家境並非很好，

1 註一：受訪教師之基本資料如下，但部分內容在受訪者的要求下予以保留：

姓名 年齡 婚姻狀況 學校名稱 職位 其他

吳老師 30餘歲 已婚，育有兩子 台北縣國中 專任老師

程老師 40餘歲 已婚，育有兩子 高中專任 輔導老師 基層教師協會常務理事

張老師 30餘歲 未婚 台北市國中 導師

文老師 20餘歲 未婚 台北縣國中 導師 基層教師協會理事

2根據中華民國教育統計（教育部，1995）及台北市教育統計（台北市教育局，
1995）的資料，83學年度，各級學校女性教師比例如下：

   台灣：國小 61.96%；中等學校 54.91%
   台北市：國小 76.52%；國民中學 73.24%；高職 50.42%；高中 6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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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唸書當老師是女性除了婚姻之外，最容易的另一個轉換社會階

層的方式，就如同文老師所言：

唸師大出來當老師，可以靠學歷直接跳到一個中產階級這樣

一個背景，對一些父母比較是勞工階級小孩來講，這是最容

易的方法。

不僅如此，這些老師早在學生時代就參與了許多與教育相關的服務

性社團，持續地關心教育的問題，而這份關心也是她們之後會願意

投入改革工作的動力。至於 4位老師參加教師會的近因，都是自覺

在現實的教學中遇到了困境與瓶頸。例如程老師是在教學的無力感

下，不希望自己成為一個教書匠而開始反省的歷程；而張老師則是

感到在社會變遷的情況，老師有很多想法和作法都不能為大眾所肯

定，而且受到了家長的質疑，因而覺得老師有必要去提出自己的想

法和看法。同時，她們也都在尋找的歷程中發現，這個困境不僅只

是單純的工作上之困難，而是源於整個教育體制上限制與壓迫，使

得教師的專業無法自主。因此，為了突破工作上的困境，這些老師

開始企圖以團體的力量，希望在教育第一線的崗位上作些改變。

二、參與社團的影響

　　另外一點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改革者都在教學以外參與了民間

的社團組織，並且對她們的人生與教育改革工作都產生了相當深遠

的影響。程老師與文老師是基層教師協會的成員，而吳老師和張老

師亦有所隸屬的社團，4位老師都認為這些社團是支持她今日能夠走

下去的重大力量，在社團內的討論中，激發了她們許多的想法，因

此，社團的走向明顯地影響了女老師對改革的關注方向，特別是對

女性議題的關心程度。吳老師和張老師的社團較以法令變革的取向

為主，團體成員以男性居多；這兩位老師較不認為性別議題會對教

師參與及教育改革產生太大的不同。例如，吳老師就認為在教育改

革工作或行政工作上，女性並非少數，而自己身為教師會發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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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並未擔任理事長之職，卻與其女性角色完全無關，她不否認身

旁有許多受到不平等待遇的女性，但是她本身並未因性別而受到不

平等的對待：

我一直從來不去注意這個東西，因為我從小的生長背景裏

面，我們家兩男兩女，但是我從來沒有感受到說，只因為我

女性角色，父母親就差別待遇，反而是我父親會比較疼女

生。……像我們在家裏做家事，不會說家事全部女生做，四

個兄弟姐妹就四個分。對這兩個議題，我的生長背景中，沒

有受到什麼不公平待遇，所以我沒有去注意到這些。

張老師雖然注意到了女性在改革群體中身為少數的現象，但是並未

加以特別地關注：

以前在教師會籌備會的時候……台北市的教師會聯合會，從

這幾個階段，我們看到的參與的老師們，也都是以男老師為

多，所以我們其實在台北市教師會籌備會的階段，我們就有

跟幾個老師去討論這樣的一個議題，那討論是歸討論，好像

很難去打破這種現象。

　　正因為對性別議題有不同的關注，所以當同樣地面對女性參與

改革意願低落的情形時，張老師的解釋是認為多數女性教師受到社

會傳統性別刻板印象及期許的影響，下班大部分的時間都必須奉獻

給家庭「比較不能夠用恢弘的眼光看說教育是一種事業」，所以自

然無暇參與改革。而程老師也體認到社會的期許與壓力，但是因為

受到參與團體的影響，她認為女性教師所要的改革或需求與男性不

見得相同，所以她企圖較積極地透過運作來串連女性教師，減低女

性教師對對抗行政的恐懼，甚至刻意讓理事會中性別比例達成均等，

團結女性教師的力量：

我們看到教育改革在女性身上，一定要產生一些聯繫，就是

個別的老師很可能就會被打死，你即使很有理念，可是妳在

發言上很可能就被行政所壟斷，可能會說好像妳這個老師是

有問題的，或是這是很個別的問題，其實妳提的是集體的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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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如果沒有人呼應的話，行政他們就很容易操控（程老師）

三、學校男女教師文化的差異

　　從受訪的教師身上，我們可以發現，在學校權力運作的場域中，

男性教師與女性教師呈現出了相當不同的形象，男性是有企圖心的，

敢與行政衝撞的，積極去爭取權力的，展現出相當強勢的作風。文

老師即表示：

男老師敢去串連老師，敢去跑，再來說男老師敢去衝很多議

題，男老師敢發言，跟校長起衝突，這些都是女老師，尤其

像我一個年輕的女老師根本不可能做到的。（文老師）

　　而相形之下，女性的形象則相當的不同；女教師並不是沒有意

見，然而卻往往只是「很不滿意就發發牢騷，下面講講，也不敢起

來大聲講，少數一兩個敢講」（程老師）。而縱使女教師想要站出

來，也受到了許多對女性刻板印象的左右，如張老師就認為「部分

的女老師都把她的關懷都在她個人的家庭的時候，對於外界的事務，

沒有這樣高的企圖心，她也不太可能去涉足在行政工作上面。」而

文老師則認為站出來發言或對抗有違社會對女性的刻板印象，使她

在校內受到了不少壓力：

我覺得我們臉皮薄吧，我就不可能在那邊跟校長侃侃而談；

或者說，他［指男性教師］可以為了這個議題，跑遍所有辦

公室，那並不是我們不願做這個工作，而是這樣塑造出來的

形象，就會是那種覺得妳很強勢，或是很有企圖心，或是政

治的某種欲望，但事實上，這東西在以往女性受教育的背景

當中，加在男生身上是非常好的，有企圖心，加在女生身上，

覺得是很負面的評價。…不管妳講的有沒有道理，常會有人

給負面的評語在妳身上。譬如說妳很恰，妳很能幹。他說你

能幹是那種不是在稱讚妳，我覺得總是有一種酸溜溜貶妳的

意味。可是同樣的話，出現於男性或是出現於一個年紀比較

老的女老師身上，他覺得他非常有經驗，非常會去處理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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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出自一個年輕女老師，就會覺得妳很尖銳，妳很衝，妳

很嫩，不懂得人際關係，類似的，不懂得敬老尊賢……（文

老師）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教師會對男性教師自然產生了一股吸引力，

使得許多男性教師積極投入教師會工作之中。而如同程老師所言，

因為男性被鼓勵培養對抗的特質，自然會願意加入必須和學校作些

衝撞的教師會，而加入之後所獲得的權力，又可以為男性帶來更多

的利益：

我覺得男性從小被訓練很會權力鬥爭，那女性其實是很不擅

長權力鬥爭，一個是她從小被教導要順服，要乖要聽話，要

做一個柔順的好女人，男性的話就是競爭，衝突，這就好像

是勇敢，這個都是好的，對他們來說，這是被鼓勵的，所

以，在組織教師會的時候，會有一些（男）老師就很快的靠

過來，……有些是真的有理念，說應該成立一個教師會，至

少一個壓力團體，對行政來說是一個可以對話，可以抗衡的

團體，有些人是要求利益的，他要站上那個位置，別人會重

視他，或可以要到他要的，要這個名分這樣子，……男性他

們很可能會去搶這個全國教師會，等於是全國總工會，你也

看到工人的例子，那個工會其實跟政黨是很多利益在的，譬

如說選舉啊，都要靠它，互相有利益（程老師）

　　而身為教師會中的少數女性，吳老師和張老師都不認為會因為

性別而受到不一樣的對待，吳老師認為在她們的群體中是誰有理誰

就服誰，因此沒有性別的問題。但是程老師和文老師並不認為如此。

程老師認為自己在理事長的工作上曾因決策態度與方式遭到了同儕

的質疑，男性希望是一個快速、強勢、有效率的決定過程，但是程

老師則希望與同事間建立更多的互動關係與共識，這點雖然讓程老

師並不以為然，但是她也嚐試作些適度的修正來配合男老師的要求：

譬如說我在每次開會的過程當中，我都會先寫一個大綱這樣

子，我比較用比較開放式的討論，可是男生的做法，他們就

會給我的一些作法說我不夠強勢，就是說，妳理事長只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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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就好了，妳就分給我，不用討論了，分下去做就好，分成

小組，大家各自去推就好了，比較沒有想要在這內部形成共

識這樣的想法，而且比較踩在個人的利益上，得到他要的。

我這幾次現在開始慢慢去學習比較俐落，我就比較不常開

會，他們好像不愛開會，我是覺得剛開始要形成共識，大家

要多討論，他們好像都不看這個。（程老師）

　　除了性別之外，年齡也會對女教師造成影響。如張老師雖然是

實際推動學校教師會的人物，但是在職位上一直屬於副手，就是因

為「大家通常覺得說年輕老師應該跑腿，應該出力」。至於文老師

則認為，她的年輕女老師身份，更使得她的意見常在會議中，莫名

地就掩蓋在男性教師的意見之中：

事實上在我們教師會來講，女性的意見都是比較弱勢，會以

男生的意見為主……我們很少因為性別議題而男女對抗……

可是我們常是一個意見提出來……女性就會很自然地會知道

男性的聲音……我覺得（我的意見）很難進入他們的耳朵裏

面……也有可能我太年輕了，不懂得開會的策略，不懂得去

像他們那麼會講話，說服別人通常我們開會都是你講一個我

講一個……開會的過程是非常混亂但是因為男生比較強勢，

他會不斷地去重覆他的意見，用各種不同的方式出來，或是

導引到不同的方式……我也搞不清楚，其實我覺得他們大部

分比較贊同我的意見，可是講到最後還是照（男生）的方式

做。（文老師）

四、家庭的壓力

　　在談到女教師的工作時，我們很難不談到家庭的部分，因為社

會的確對女教師有不同的刻板印象，特別是認定女教師對家庭的付

出應該是理所當然的，因而對想跨出家庭的女教師產生不小的壓力。

張老師和程老師都提到了這點：

社會裏頭，一直去對女老師要求，我們會看到很多，不只女

老師心裏面會這樣想，那其他人對女老師也有這種要求，像

很多人他們在結婚的時候，我是指男的，或是他幫他兒子找

對象的時候，他都會想我要娶一個老師當媳婦，或者是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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娶一個老師當太太，會覺得老師的工作很穩定，然後又有很

多的假日，像寒暑假，然後她又從事教育，將來可以方便照

顧自己的小孩……所以大家都把老師的工作侷限在老師就只

要在學校把我的班級和我的這本書教好就行了，很多人都是

這樣的期許。（張老師）

譬如說要當一個好媽媽啦，好媳婦，還有小孩成績要好等

等，都會變成一個很標準的規範那樣，在社會的期許或是

說，妳的先生（的要求）啦……妳是女老師，好像小孩應該

功課不錯，家應該弄得很好，下班時間也比較早（程老師）

　　在這樣的印象要求之下，每一位受訪教師都提及了家庭與婚姻對

女性從事改革的負擔與影響，如張老師表示該校今年的理事長是女

的，但是未婚，因為大家都覺得單身才有時間做這些事情。即使是並

不認為改革工作男女有別的吳老師，也表達了家庭對她的要求與配合：

因為我的小孩可以婆婆看著，我婆婆就在我附近，像我禮拜

天想出來，只要徵得我先生同意，他會帶小孩，我就可以全

心做我的事情，但是我不會說我執意要做，或你不同意我先

做了再說，一直以來我也覺得自己很幸運，我想做的事情，

從來沒有被人家反對過的。……平常我不會做任何無謂無理

的要求，當我有需求時，我會跟他講，他就會想平常她就是

這樣子的，已經奉獻那麼多了，那她這次要求是合理的，我

覺得這是相對的。（吳老師）

同樣地，程老師也細緻地描繪出如何和丈夫及孩子一點一滴地溝通，

學習彼此互相尊重與平等：

剛開始和我先生會有爭執，…為什麼別人的太太女性都是在

家照顧小孩，…基本我覺得一個女性妳要走到社會，或者妳

要參與外面的公共事務，第一個妳可能家裏的問題第一個要

處理，和先生之間一定會有拉扯，先生也會跟我吵架，可是

後來有機會我也多和他談談我們做這些工作的意義在那裏，

可是事實上有時候還是會有抱怨，有時候他很累的時候，要

他帶小孩，我要出去開會，還是會有抱怨；男性的想法也許

他工作也是很累，多少會有抱怨，不過這幾年下來，他也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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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一些，對我做的事有比較了解，其實原來我先生是不做家

事的，慢慢變成他必須負擔一些洗衣服等一些家事的工作，

這種情形也是蠻好的，讓他多和小孩接觸，……像過去我會

抱怨他說不做家事，……至少我敢跟他衝突，比方說在他很

生氣的時候跑出去去協會做什麼事，回來再和他討論，經過

這樣的磨，他也有改變，我覺得反而是說，雙方的關係更平

等（程老師）

肆‧社會變遷下女性教育改革角色的新貌──代結語 

　　根據以上訪談結果的綜合整理，首先，在共通的背景上，我們

發現這些女性改革者皆是出身中下階層家庭，由基層草根出發的實

務工作者，她們企圖從自身面臨的問題去尋找改革的解決答案。

Acker（1986: 66）指出，女性主義是種社會運動，而不是種組織機構。
有些女性或許並不自稱為女性主義者，但是實際上卻不斷從事著改

進女性生活的工作。

　　而就受訪的 4名教師而言，筆者都相當肯定與敬佩這 4位女性

教師對改革所作的努力。不過，我們也可以發現，因為參與團體所

給予的動力不同，使得不同老師有不同的機會去思考自己的女性定

位。從程老師與文老師的例子，我們相信，女性對自己的關懷與反

省是可以學習的，透過這樣女性自覺的學習與反省，或許更可以從

女性的角色去進行學校的改革工作，帶動更多的女性教師參與改革。

　　其次，所謂的性別不平等不是因為身為女性，其他的人就會漠

視妳的意見，但是女性不習慣去學校中爭取權力，無形中即削弱了

女性的影響力，服膺於學校中性別不平等的刻板印象甚至歧視中。

李美枝指出（1986：164），阻礙女性爭取法定權力的另一個要素是，
很多女性缺乏有效運用權力資源的自信心，她不自覺自己有影響社

會的力量。擁有權力資源的女性常常是安份守己地在自己的工作崗

位上默默地辛勸耕耘。有朝一日她的工作表現得到了上級的賞識就

被動地被提昇到更高的職位，在這職位上，她繼續辛勸地默默耕耘，

她不過問其工作領域之外的社會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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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站在性別平等的觀點上，女性的確是需要學習去爭取權

力，運用權力，學習如何讓女性的聲音被聽到，如何看到與男性不

一樣的地方。而在參與的同時也應該體認到，女性從事行政或改革

工作，不應只是男性中心科層體制的代言人，而是有可能以不同的

觀照點及發揮的空間。

　　此外我們也可以發現，社會付予女教師對下一代的教養責任，

不僅只在學校中，更延申至家庭之中。女教師常覺得自己不論在工

作與家庭中，都被要求成為一個教養孩子的「典範」，這樣的要求

使得女教師必須以社會的高標準為準，不斷地付出心力，因而讓女

性陷入日復一日的例行工作之中，關切點也多著眼在眼前所必須顧

及的孩子身上。因此，家庭的責任與壓力對女性教師而言，具有相

當關鍵性的地位。是故，如何讓女教師能突破這些傳統的印象與對

抗壓力，是吸收更多女性參與教育改革的重要關鍵。筆者相信，當

女性教師透過對自己反省與檢討，使自己不再受到現存不平等觀念

的宰制時，必然也將產生改革現況的勇氣與動力。

　　最後，就教育改革而言，從受訪老師的例子，可以發現真正有

力，能引起教師共鳴的改革，應該是從每位老師所面臨的困境中出

發，如此才能激發教師自己行動的力量。因此，如果我們希望教育

改革能落實於學校的日常生活之中，就必須從教師切身的生活經驗，

日常生活及困境中出發。是故，正視女性教師實際教學中所面臨的

壓力和困頓，才能使改革與女性的生活體驗產生呼應，進而帶動女

教師進入改革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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